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本结构与内在逻辑
—基于权力与伦理视角的孔子经济思想考察

程    霖，赵    昊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中国古代社会其实是以政治权力为分配手段和以“孝”“德”为普遍伦理原则的；因此，

撇开政治权力和伦理原则来探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难以理解其思想内核和演变逻辑。为此，文章

基于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事实，以孔子的经济思想为例，将研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从权力和

伦理这两个角度来重新诠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以重新发现其基本结构和内在逻辑。研究发现：

（1）政治权力是推动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土地产权制度和税制变革等都围绕政治权力

的分配和竞争来展开，而市场、分工、产权等因素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未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

影响。（2）伦理观念既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权力及其制度设计的“正当性”来源，又是限制其无限拓

张与规范社会经济行为的主要依据，因此如何从道德伦理层面规范政治权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

用，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核心命题。（3）以孔子经济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本结构

正是以政治权力和伦理观念为基础而构建的，包括政治经济问题认知、伦理价值判断、经济制度设

计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内在逻辑是先以“仁爱”调节不同社会阶级的政治经济关系，继而约束利益

集团对社会经济的“掠夺”和促使民众认识到社会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即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的分析，重新明确经济活动所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借以修正或重建社会经济制度。文章的结论说明

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钥匙”是政治权力和伦理观念，而非市场因素，这为我们重新审视中

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历史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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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

式既具有历史学特点，注重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也具有经济学特征，强调思想论述的理论性和分

析性。然而，现有古代经济思想研究，往往过度强调古典及新古典范畴与理论的应用，而忽略了

与古代经济思想形成发展有关的制度、伦理和政治权力等社会因素，导致我们对古代经济思想

的理解大多停留于零散片面的概括和评价，难以系统分析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内在机理及其与社

会政治经济问题间的深层关联。因此，本文以孔子经济思想为例，尝试放弃原有以经济学理论为

主要参照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从史料出发，将政治和伦理等要素作为梳理古代经济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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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突破以往学术范式，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从产生伊始便与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关系密切。梁启超便曾强调古

人思想“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①新中国成立前后，以陈焕章、唐庆增，胡寄窗、赵靖、巫宝三、叶

世昌等为代表学者，均不同程度地以近现代经济学中的若干概念或范畴为参照来阐述古代经济

思想，逐渐形成了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术语（尤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概括评价古人思想的

学术范式（陈绍闻等，1985；胡寄窗，1998；赵靖，2002a）。②以孔子经济思想为例，陈焕章参照古典

政治经济学，将其经济思想分为消费、生产、分配、社会政策和公共财政等六个部分（陈焕章，

2009）；赵靖则以义利观为中心，将其经济思想分为求富论、分工论、消费观和赋役论四个部分（赵

靖，2002b）；新近研究中，周建波也从富民思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思想等方面概述孔子经济

思想（周建波，2010）。此类研究范式的主要特点为：一方面，以西方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术语范

畴为参照，选择或截取古人思想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整理和归类；另一方面，以西方现

代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为标准，提炼中国古代思想中与之相似的理论要素，并将其作为评价古代

经济思想的主要依据。

此种学术范式的根本问题在于，过度强调现代经济理论所关注的“经济”要素对古代经济过

程的影响，而忽略了古代经济活动与经济思想本身的特点与逻辑，这主要体现在对权力、伦理等

非典型经济要素的忽视，③导致我国当前的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其一，以西

方经济理论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进行截取和归类，严重破坏了原有思想的基本结构和内在逻

辑，致使相关研究难以全面、准确、系统地诠释古代经济思想（叶世昌，1963；胡寄窗，1964，1986）；④

其二，由于对思想内容和内在逻辑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对经济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和

社会影响的梳理和总结变得极为困难（钟祥财，2006；贾根良和李黎力，2010）；其三，由于难以准

确估计相关思想对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因此古代经济思想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观

点间的相似度，成为评价古代经济思想优劣的主要乃至唯一标准，造成学界对中国古代经济思

想内在价值与现代意义的认知存在局限（陈其辉，1982；陈绍闻等，1985）。

针对上述问题，不少学者曾提出过一些改进意见（巫宝三，1996；叶坦，1999，2013），但相关研

究实践却暂付阙如。因此，为进一步揭示古代经济思想的基本结构与内在逻辑，深入考察政治权

力、伦理观念以及制度变迁与古代经济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关系，继而探究其与社会制度、经济发

展间的作用机制。本文以孔子经济思想（它与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为例，

研究发现：孔子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主要在于政治权力分配失衡所导致的“掠夺性”制度的

出现，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孔子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并非是针对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消

费、分配、分工等问题的理性分析，而是结合西周与春秋时期的伦理观念，从社会价值层面的“正

当性”问题出发，归纳政治经济原则，继而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⑤因此，古代经济思想的基本结

构可大致分为政治经济问题认知、伦理正当性分析、社会制度设计三部分，而经济思想的内在逻

辑则具体体现在三者间的相互关联上。

程    霖、赵    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本结构与内在逻辑

① 参见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36 页。

② 赵靖（1982）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各个实际有关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问题的思想和

学说的科学”；陈绍闻等（1985）也将“研究中国各种经济思想（以经济理论为重点）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作为思想史研究的首要任务。

③ 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中较少强调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问题等。对这些因素的研究，自新制度经济学以来已开始为经济学界

所重视。相关研究详见 Greif 和 Tadelis（2010）。

④ 叶世昌将此类问题概括为“古人思想现代化”，强调古代思想史研究应避免对史料本意的过度解读。胡寄窗也认同不应将现代经济概

念生搬硬套于古人思想，应注意在准确理解古代思想的基础上再运用现代经济概念加以解释和评价。

⑤ 巫宝三先生曾提出从制度角度概述经济思想的观点，但在实际研究中，真正从上述视角分析经济思想的研究仍很有限（巫宝三，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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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权力与制度构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社会经济

政治权力，指政治主体为实现某种目的对特定政治客体带有强制性特征的制约能力（李景

鹏，1987）。在经济领域内，它表现为国家或地方代理依靠其“暴力潜能”（潜在的经济军事实力），

调整其统治范围内的产权结构、配置社会资源（劳动产品）的权力（Godelier，1986；曼瑟•奥尔森，

2005；道格拉斯•C.诺思等，2017）。在诺思的国家理论中，政治权力于社会经济而言具有“双重”

功能，它既可用以建立相关制度规范社会合作机制（维持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公共品的提供，也

可作为集团或阶级掠夺社会收益（实现垄断利益）的工具（诺思，2016a）。与现代社会成熟的市场

制度和产权制度下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不同，政治权力在古代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了更为重要

的角色（刘泽华，1986，2011，2013）。因此，学界过往以产权制度和市场交易等现代经济要素为核

心的分析，难以深入阐释古代社会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政治权力分配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土地产权制度

土地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宗族列国财富的最根本来源，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活动最重要的物质

构成。其在古代经济中的基本范畴包括“土”“采”“邑”“田”“室”等。土地及其劳动产品的所有

（占有）权，包括对其上劳动者（包括基层管理者和原住民）的使用权（许倬云，1994），均作为政治

权力的一部分，被周天子或诸侯以“封”或“赐”的形式按照官吏爵位、职务的高低进行分配（吕文

郁，1991）。在此基础上，西周“宗法制”“分封制”的形成，既明确了大、小宗间上下政治权力的划

分，也使得与其相对应的土地所有权结构在制度层面上固定下来（周自强，2007）。而从西周初期

土地分配中“田里不鬻”的基本特征，以及宜侯夨簋铭文（《集成》04320）、大盂鼎铭文（《集成》

02837）等所载周王“受民受疆土”的大致情况也可以看出，①西周成康之际的土地所有权和分配

权，几乎完全集中在大宗的手中（李峰，2010）。这种经济制度安排，是以宗周在其领土范围内绝

对的政治权力为前提的。

然而，自穆王开始，频繁的内外战争（外有东部的淮夷以及西北的俨狁，内则有乖国、齐国

等）（李峰，2007），②以及王权衰落过程中不断赐田赐土以“恩惠换忠诚”的行为，③打破了以“王

权”为保证的土地“王有制”下的政治经济格局（许倬云，1994；朱凤瀚，2004）。在此基础上，西周

中晚期土地交换赔偿现象的频繁出现，便是大小宗间政治权力更迭导致的对固有土地制度的一

种明显的“僭越”。如果说五祀卫鼎（《集成》02832）和吴虎簋中的土地交换仍有周王室的参与，那

么裘卫盉铭（《集成》09456）、格伯簋（《集成》04262-04265）等对单纯的土地交换行为的记载，则可

充分表明西周中期地方土地所有权已不再完全为王室所有，其所有权结构已开始发生变化（虽

然还未产生实际的经济制度安排）。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间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上述西周时期天子诸侯间土地关

系的一种延续。春秋时期土地分配方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土地赐赏与占有失去

节制，超过原有土地分配制度的规定，西周宗法社会中的上下等级约束，不再作为制约土地财富

分配的基本原则；④其二，除赐赏之外，诸侯间、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的土地争夺与侵占，逐渐成为

土地所有权分配的主要方式之一。⑤前者与周王室封赏类似，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诸侯的经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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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文中简称《集成》。

② 史料证据见乖国簋（《集成》04331）和五年师簋（《集成》04216）。

③ 记载西周赐田受土的主要铭文有：中方鼎（西周早期）（《集成》02785）、永盂（西周中期）（《集成》10322）、卯簋盖（西周中期）（《集成》

04327）、大簋盖（西周晚期）（《集成》04298）等

④ 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赏子产，子产辞邑之说；《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晏子辞邑等。

⑤ 仅以鲁国为例，一方面，春秋三传中记载鲁国对他国的土地兼并就不少于 16 次（隐公二年至哀公三年），其中昭公十年至哀公三年的

3 次，皆为以季氏为首的卿大夫征取田邑。《论语•季氏》篇又有季康氏欲伐颛臾，孔子于此有“社稷之臣”“何以伐为”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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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后者则是由于诸侯与卿大夫间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使得社会集团间的土地获取行为进一

步突破了原有土地产权制度的限制。

（二）政治权力竞争与春秋税赋制度变革的掠夺性质

土地产权制度与政治权力间的相互关系，使得农业产品本身更多地受到政治主体的直接支

配，而不是基于私有制之上的市场行为。满足宗周或诸侯卿大夫的具体财政需要，成为社会经济

分配的主要目的；而具体的经济生产分配过程，也基本依据政治主体的经济制度安排进行。西周

的籍田制或者说“助”法（春秋则有“彻”法）， ①是西周至春秋初期最主要的田税制度（晁福林，

1996）。“助”法可算作一种劳役地租（税），但其所包含上征下的政治意味相对其后的税赋制度要

弱得多。籍田制实质上是以民力佐（助）王侯，或者说王侯“借”民力以治公田，从而达到“财用不

乏，民用和同”（《国语•周语》）的目的（李根蟠，1999）。此种“助”法，在西周籍田礼下曾一度“民用

震动”，并使民“恪守于农”；但从周宣王“不藉千亩”，籍田制便已有崩溃先兆。这一现象不仅与

王政衰微而“监农不易”有关（范文澜，1949），更为重要的是，庶民对耕种公田的态度正发生转变，

籍礼以祭祀宗法观念训导百姓的功能随之逐渐消失（杨宽，2003）。

及至春秋，齐管仲“相地而衰征”，晋惠公“作爰田”“作州兵”，郑子产“作封洫”“作丘赋”，鲁

“初税亩”“用田赋”等，籍田制与“助”法逐渐崩溃。究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就农业

生产而言，籍田制换土易居之法，使民常“移”而不利于耕作；②卿大夫与庶民不再尽力耕种公田，

而图化公为私（杨善群，2010）。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就诸侯政权而言，为满足政治军事行动之

需要，野人需充当兵源；③原本不赋之丘田需另征军赋，④田亩税率由什一加至什二，甚至更多。从

而公私国野之分消失，税赋征收的范围增加，税率提高。可以说，籍田制到税亩制的变革，是为缓

解春秋诸侯内外政治军事的压力，进一步保证其物质需要的一次普遍的制度变革。另外值得注

意的是，西周至春秋时期一系列田制税法的变动，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土地产权制度。无论

是“相地而衰征”“作袁田”，亦或“初税亩”，其本质上仅是税制的变化，其产权仍然掌握在相关

政治主体的手中。

春秋诸侯卿大夫依靠其政治权力和相关制度对劳动产品的掠夺行为，虽有助于缓解由于

“竞争”引起的经济军事压力，并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如营修水利、救荒平籴等）；但如征敛

过度，庶民的生活难以保证，便会导致庶民逃逸及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也会受到影响。所谓“民

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左传•昭公三年）》，⑤《诗经•魏风•伐檀》所讥讽之现象逐渐突

现，继而“逝将去汝，适彼乐国”（《诗经•魏风•硕鼠》），劳动力散失严重。⑥春秋诸子多言“徕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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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界对“助”与“彻”的内容颇有争议，本文主要采用晁福林（1996）、李根幡（1999）、杨宽（2003）等人的观点。详见晁福林：《夏商西周的

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5 页；李根幡：《周人百亩而彻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杨宽：《西周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6-204 页。

② 所谓“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国语•齐语》），此“不移”学界有多种解释：一为，因均分地力，而民乐而不移；二为，因废换土易居之法，

而民躬耕于同一片土地，因而不移。今从后者。另有子产使“田有封洫”，而舆人诵曰“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左传•襄公三十年》）。此乃当时

子产使民田固定，而不再换土易居之表现。

③ 晋“作州兵”，即是在国野之间，作“州”以取兵赋。详见周苏平：《论春秋晋国土地关系的变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年第 2 期。

④ 鲁“用田赋”、郑“用丘赋”，皆是按田取赋，按丘取赋之意。即公田私田渐废，而统一加收军赋之意。详见晁福林：《论“初税亩”》，《文史

哲》，1999 年第 6 期。

⑤ 晏婴论齐曰：“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民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左传•昭

公三年》）

⑥ 又有《诗经•小雅•苕之华》和《诗经•唐风•鸨羽》分叙西周和春秋时期农民生活贫苦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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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民本之思想，也有避免此种情况以充实国内劳动力的含义。另外，春秋列国徭役繁重常误农

时甚而遭至叛乱。如“君子于役，不知其期”（《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

处，民罢而弗堪”（《左传•僖公十九年》）等。

综上所述，政治权力对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经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西周土地制

度中所规定的产权结构是政治权力分配的直接结果，而西周末期至春秋时期政治权力的重新分

配，也为突破其固有制度约束和扩张土地封邑提供了条件；其二，西周至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

在内外“竞争”压力下依靠其政治权力变革经济制度，加强了对土地财富和农业产品的支配（即

以绝对剩余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这不仅大幅增加了税率，扩大了税赋规模，也大大加重了兵

役徭役。然而，过度的征敛致使农业劳动力的逸散和流失（包括劳动意愿的下降），农业生产受到

影响，普遍的社会合作与分工亦遭到破坏。

三、伦理观念与制度“正当性”：孔子经济思想的伦理基础

由上文分析可知，由政治权力分配失衡所导致的社会资源配置的失序，以及政治主体主导

的“掠夺”性经济制度的频繁出现，是阻碍西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

限制政治主体对社会经济的掠夺行为，继而规范政治权力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成为解决问

题的关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先秦文献中鲜少出现对市场、产权等现代经济问题的单独讨论，更

多的是将政治、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而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道德伦理问题，即针对社

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讨论，成为限制政治权力、规范社会经济行为的（影响社会正式

制度构建的）主要思想依据。可以说，有关伦理问题的讨论，既是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思想的重

要组成，也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巫宝三，1996）。

本文借用相关政治学范畴，将此种价值“准则”概括为有关政治权力分配与社会制度设计的

“正当性”问题。①其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政治权力在统一政治集团内的稳

定传承，以及与其权力实施相关的具体政治经济制度，需要各社会集团认同其价值层面的“正当

性”；其二，当社会集团间的利益诉求发生变化，以及政治权力分配超出原有制度的限制时，原有

政治经济制度的“正当性”也会遭到质疑，从而影响社会制度的变革路径。可以说，一种相对成

功（运行成本低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往往与一系列稳定的“正当性”认知相适应，而社会制度

变革中也必然伴随着对制度“正当性”问题的重新讨论。②因此，社会正当性问题在不同的社会

制度下往往是不同的，相关思想观念的发展脉络与政治经济制度的演进路径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一）西周时期的伦理观念与宗法分封制的“正当性”

西周伦理观念与其天命神学关联密切。“德”“孝”等伦理观念大多从祭祀活动中脱离出来，

逐渐转变为一种社会活动的普遍原则。先王以德配天、“帝”依德授命的伦理天命观，成为宗法

封建制度“正当性”的根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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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当性”概念，是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本文使用这一概念描述在政治权力影响下有关经济制度的制定和实施

的合理性问题，与政治哲学层面的“政治正当性”概念较为接近。另外，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正当性也可看作政治权力分配及其影响下社

会剩余产品分配的“合理性”问题。详见乔新娥：《正当性基础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政治思想史》，2017 年第 2 期；杨伟清：《政治正当性、合

法性与正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 年第 1 期；[美]道格拉斯•C.诺思等（杭行、王亮译）：《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

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格致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4−247 页。

② 制度的实施成本，与社会个体对制度“正当性”的认同程度有直接关系；而社会集团中搭便车行为的多少，也与个体所持有的伦理道德

意识有关。详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钟正生等译）：《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93 页；[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

（厉以平译）：《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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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可视为西周伦理范畴的总称，用于描述个体行为中普遍的“善”，以及“帝”所赐的人间

权力之间的“惠施”关系。西周“德”的含义主要有二：一为“帝”赐之“德”，多指天所赐统御四方

万邦之权； ①二为祖考之“德”，或说文武之“德”，多指祖考品行和治理万邦的能力。 ②可以说，

“帝”因祖考之“德”赐懿德于周，周代殷承受天命，子子孙孙则承祖之“德”。③因此，“德”一方面

重新确定了天命与周政治权力间的关系，消解了殷商灭亡后“天命靡常”的社会意识，解释了小

邦周得以取代大邦殷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通过对帝赐“天命”与祖考之“德”之于周天子的

“排他性”来规范天子与诸侯在价值观念中的上下关系（高婧聪，2016）。就此从观念上确定了其

政治权力的权威，确立了对诸侯“僭越”行为的价值约束。

周人观念中，氏族血缘关系在其价值判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西周之“孝”既保障了祖

考之“德”在宗亲子孙间的“传递”，又细化为具体的祭祀礼仪，用以维持宗亲间的上下传承关

系。一方面，西周祭祀祖先的铭文中，多次出现赞颂祖考德行、广启子孙等言辞，以及“帅型祖考

秉明德”等崇敬继承的词句，④从而以鼎铭祭祀的“享孝”和“追孝”之行不断固化“德”的伦理观

念（王和，1991），⑤并训导子孙继承祖考之“德”；另一方面，西周在祭祀丧葬中不仅如夏商一般强

调由血缘关系而来的上下等级关系（宋镇涛，1994），更由“孝”引申出宗法嫡庶之分（金文中已见

孝与嫡庶观念的关联）（王慎行，1991），从而保障“天命”所赐统帅万邦的政治权力可以顺利地由

嫡子血亲继承。至此，西周以“德”“孝”为内核的伦理观念，成为调节大小宗亲间政治经济关系

的价值纽带。

进一步地，由“德”和“孝”发展而出的“亲”“尊”原则（杨朝明，1995），成为西周社会制度“正

当性”的根本依据。首先，立宗法制和嫡庶继承制依据血缘关系分配政治管理权力，并明确政治

经济上的继承关系（王国维，1959）。其次，“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行分封制，以亲亲原则安排土地

产权结构（晁福林，1996）。所谓“选建明德”。再次，定国野制乡遂，以分宗族内外（赵世超，1991）；

以地缘关系区分血缘关系，其“受土”制度、劳动时间、税赋轻重等，皆因血缘远近而分轻重（周自

强，2007）。最后，“德”所包含的“敬天保民”原则，也表现在其仓储救荒制度中。如“廪于籍东南，

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国语•周语》）等。可见，西周政治经济制度设计皆与其伦理原则密切

联系，从而其社会诸等级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通过相关制度得以固定。而这一理想的制度安排

及其观念层面的“正当性”认知，成为孔子“从周”理念的思想基础。

（二）春秋时期社会“正当性”问题的质疑与伦理观念的革新

春秋时期，相关政治经济制度“正当性”问题又有了新的变化。首先，“上帝”“祖考”与“德”

的联系逐渐淡化，而“民”与“德”的联系则更为密切。一方面，事物发展之吉凶顺逆，已不由昊天

上帝所决定，而为人“德”之好坏所影响。⑥另一方面，“德”之继承也不单凭“帅型祖考”，也可自

行修习获得，从而“德”对政治权力的影响有所减弱，转而侧重一般的道德含义。春秋时期大量

的有关“德目”（或说行为善恶）的讨论便是明证。所谓“九德”“十奸”“九行”“八恺”“八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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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四方，匌受万邦”（《集成》00251），“上帝降懿德大屏，敷佑上下”（《集成》10175）等。

② 如“穆穆朕文祖师华父，聪襄厥心，宇静于猷，淑哲厥德”（《集成》02836）。

③ 如《尚书•大诰》《尚书•立政》《尚书•酒诰》《诗经•大雅•皇矣》等。其中，毛公鼎铭所言最为确切：“丕显文武，皇天弘膺厥德，配我有周，膺

受天命。”（《集成》02840）

④ 此类铭文甚多，如“丕显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番生不敢弗帅型祖考丕丕元德……溥求不朁德，用谏四

方，柔远能迩”（《集成》04326）。

⑤ 前者如“是用孝享”（《诗经•小雅•天保》）。毛诗：“享，献也。”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880 页。以下简

称《十三经》。后者如“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王后烝哉！”（《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追孝于前文人”（《尚书•文侯之命》）。

⑥ 如穆姜不听从卜筮的卦象而行事，而强调“有四德者，随而无咎”（《左传•襄公九年》）；又如楚国先王征伐，若卜筮不吉则“修德而改卜”

（《左传•襄公十三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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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六德”等。①可见，只可由上帝祖考传于周天子之“政德”，逐渐转变为人人可习的内在“德

性”。春秋文献时见“修德”“内省德”“忠自中”“德不在先歃”之说。 ②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

“德”已失去了巩固天子的政治权力及规范上下政治行为的功能。

其次，“孝”的政治内涵大大减弱，不再作为调节君臣关系的主要价值观念。“孝”含义变化

的关键在于，事君与事亲的伦理要求发生了根本上的分离。春秋时“孝”虽仍有强调君臣之如父

子， ③但春秋大夫乱政、陪臣窜权之事，也使西周以“亲亲”入“尊尊”的观念逐渐淡化，“忠”和

“敬”等概念遂开始取代“孝”，被广泛用于描述上下等级关系。为此童书业强调：“至春秋时……

异国、异族之君臣关系逐渐代替同国、宗族间之君臣关系，于是所谓‘忠’遂不得不与‘孝’分离。”④

可见，春秋时“孝”已不再作为调节君臣关系的主要价值范畴。

除此之外，许多以往鲜少涉及“正当性”问题的伦理观念，其含义也在春秋时期逐渐变化。

其一，“义”字由祭祀活动中的个体“威仪”，逐渐转变为社会礼仪制度的“宜”与“善”。“义”在甲

骨文、金文中除地名外，大多当“威仪”讲（杨树达，1983），春秋之后“义”字虽对此有所继承，⑤但

已将“义”作为“礼”的内在价值，用以形容社会制度的好坏（桓占伟，2015）。所谓“故礼也者，义之实也……

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礼记•礼运》）。其二，“仁”字逐渐从形容个体的“美”与“才”，逐

渐拓展为形容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刘家和，1990）。其三，义利关系在春秋时期逐

渐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议题（赵靖，2002b），所谓“夫义者，利之足也”（《国语•晋语》）、“德、义、利

之本也”（《左传•鲁僖公二十七年》）。

总而言之，春秋时期伦理观念的变化，导致西周时期用以调节社会各等级政治经济关系的

“正当性”判断逐渐失效。“正当性”判断不再局限于以原始氏族血缘关系为主要原则的较为单

一的价值标准，转而探寻更为复杂的“德目”体系和深层的伦理内涵。相关伦理观念的变化，成

为孔子政治经济观点的思想基础。

四、伦理原则与制度设计：孔子经济思想的基本结构与内在逻辑

针对由政治权力分配的失衡所导致的经济问题，孔子一方面延续了春秋时期对社会“正当

性”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也基于其对具体政治经济问题的认知，重新阐述了“仁”“孝”“义”等

伦理观念，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具体的经济制度安排。相关经济思想具有相对完整的结构与

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经济思想的一般特征。

（一）孔子对春秋政治经济问题的认知

西周至春秋时期有关政治权力与社会经济间的相关问题也同样出现在鲁国。一方面，就政

治权力与土地分配的问题而言。就鲁国季氏而论，其政治经济力量之兴，起于季友逐庆父，立僖

公，败莒师，而获“文阳之田”及“费”邑；其后经季文子、季武子时取“郓”“卞”，分公室。⑥其分公

室的行为，与西周采邑制度中所规定的土地关系已大相径庭。可以说，季氏此时对公室田邑的侵

占，已完全脱离固有制度的约束，而转变为一种彻底的掠夺行为。更进一步地，昭公十二年，南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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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春秋早期金文中的晋姜鼎铭文（《集成》02826）等均有器主赞颂自己德行的文字，其中不乏自我德行的描述以及标榜自我行为之

意，也可作旁证。

② 有关论述可见《左传•昭公四年》《左传•庄公八年》《左传•僖公十九年》《国语•晋语》等。

③ 如“夫祀，所以昭孝也”（《国语•周语》），强调祭祀之于孝的重要；又如“各致斋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国语•鲁语》），也强调对祖考

先帝之孝。

④ 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70 页。

⑤ 如臧武子批评鲁国施行人祭，说道：“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周公飨义，鲁无义。”（《左传•昭公十年》）

⑥ 如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家“作三军，三分公室”（《左传•襄公十一年》）。杜预注“三分公室”为“三分国民众”（《十三经》），“四分

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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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季平子于费邑；定公五年，杨虎叛季恒子，成“阳虎专季氏，季氏专鲁国”（《公羊传•定公八年》）

之势；以致季氏在孔子主持之堕“三都”时，反而持支持的态度，与公室一起与费邑之宰公山不狃

以及成邑之宰公孙宿等对峙。其中，家宰与季氏间土地产权关系的变化，即是季氏与鲁公室关系

的一种复刻。

另一方面，就鲁国权力分配与其税赋制度而言。宣公十五年，鲁“初税亩”，对除公田外的私

田再“履亩而税”。其内容中并未提及土地产权结构的变更，土地仍为公室或卿大夫所有。①而其

制度变革的目的无非“以丰财也”（《左传•宣公十五年》）。其时鲁国公室、东门氏与三恒正处于

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加上宣公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公室破除旧制以希望在短期内增加收入和

增强政治军事力量实属必然。其后成公元年，鲁“作丘甲”，即以“丘”为单位加收军赋，其目的也

为增加军备。②哀公十一年，季氏欲“用田赋”，其具体内容即在“作丘甲”基础上，再依田亩数量

加增军赋。③如此三番，鲁国税赋之重较籍田制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从鲁国税制变革的过程中便

可发现，为达到在短期内增加税赋的目的，其制度变革的方式均为直接增加税赋征收的比例或

范围，几乎并未涉及通过调整产权结构（如土地私有化）以增加生产的内容。④其本质上仍是依据

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一种“干预”。

相关文献明确记载了孔子对政治上的“僭越”行为以及经济制度上的“贪冒”行为的看法。

他在《论语》以及春秋三传中，对季平子“八佾舞于庭”，驱逐鲁昭公，季康子“旅泰山”“伐颛臾”

等政治问题，以及“初税亩”、三恒“四分公室”、阳虎私据采邑、季康子“用田赋”等经济行为进行

了严厉的批评。这不仅是为维护“礼法”旧制，更是为限制政治权力对当时经济活动的过分干

预。其中，孔子在听闻“用田赋”后与冉有所说的一段话，最可表明他的态度。孔子说：“君子之行

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

足……”（《左传•哀公十一年》）⑤其中，批评季氏贪冒之意已十分明显。

（二）孔子对春秋伦理观念的发展

为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孔子重新阐述了“孝”“德”“仁”等伦理价值观念

的基本内涵，并借此诠释社会“正当性”问题。

首先，重新将“孝”视为“德”的核心内容，并将其拓展为非血缘关系下的价值标准。如上博

简《仲弓》篇中有关于仲弓问政的记载。仲弓问：“敢昏〔问〕道〔导〕民举兴悳〔德〕女〔如〕

可〔何〕。”孔子答：“……力放〔顺〕之，唯又〔有〕辣教〔孝〕悳〔德〕。”⑥由此而论，孔子

是将“孝德”作为“举德”的核心。而从“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

乎”（《论语•为政》），“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论语•里仁》），“临之以庄，则敬；孝慈，

则忠”（《论语•为政》）等语句中，可见孔子使“孝”再次与普遍的“德”相联系，并作为“敬”和“忠”

等德目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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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界对“初税亩”的理解也多有争论。详见张松辉：《“初税亩”不是一次土地改革》，《湖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6 期；周自强：《“初税亩”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6 期；李修松：《“初税亩”辨析》，《安徽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晁福林：《论“初税亩”》，《文史哲》，1999 年第 6 期。

② 杜预注：“前年鲁乞师於楚，欲以伐齐，楚师不出，故惧而作丘甲。”（《十三经》）

③ 杜预注：“丘赋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疋，牛三头。今欲别其田及家财，各为一赋，故言田赋。”（《十三经》）

④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家庭或氏族财产）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752 页。

⑤ 《国语•鲁语》中也有相似记载。

⑥ 竹简排序主要依据季旭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读本》，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台北）2005 年版，第 178 页。释

文见晁福林：《上博简〈仲弓〉疏证》，《孔子研究》，2005 年第 2 期。

•  79  •



其次，孔子进一步明确了“仁”的含义，将其作为“正当性”判断的关键。一方面，孔子将“仁”

理解为一种强调道德行为内在的德性准则，①如“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论语•颜渊》）等；另一方面，孔子结合西周时“孝”观念下的“亲亲”原则，强调“仁”在个体

心理情感层面上的亲爱内涵（李泽厚，1998），所谓仁为“爱人”（《论语•颜渊》）、“泛爱众”（《论语•
学而》）等。可以说，孔子借助“仁”将血缘亲情拓展为社会各等级间普遍的情理原则，所以才有

郭店楚简中《缁衣》篇中“子曰：‘上好身心〔仁〕，则下之为身心〔仁〕也争先’”之说。②

再次，孔子认为个体对“利”的过分追求，是造成春秋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进而总结并

发展了春秋时期的义利观念。一方面，孔子主张将重“义”还是重“利”，作为区分社会等级的一

种重要道德标准，并强调“见得思义”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孔子虽强调逐利对社会经济的伤

害，但仍承认人性中客观存在的“欲”，即个体对“富”“贵”追求的正当性。所谓“富与贵，人之所

欲也”（《论语•里仁》），以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因此在管理民众时，孔子也主

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以达到“小人怀惠”（《论语•里仁》），“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的目的（赵靖，2002b）。

最后，孔子将“仁”“孝”在道德意识层面的“推己及人”的传递性特征，作为其“正当性”论述

的核心。一方面，他将西周的“孝”“亲亲”作为“仁”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血缘亲情间的“情

理”关系，保障了道德情感在个体关系（君臣、父子等）间的传递；另一方面，孔子以“仁”解“义”，

以“仁”解“礼”，将这种血缘情理上的传递，拓展为普遍的政治经济关系。正所谓“上好礼，则民

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③从而，孔子以人伦

亲情作比，明确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责任与义务，即所谓“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因此，

孔子强调为“政”的关键，即在施“德法”以“爱人”，以期达到“君民同构”的政治理想（晁福林，2012）。

（三）孔子的经济制度设计

基于对当时社会“正当性”问题的认知，孔子不仅要求重新恢复西周时期的部分制度，也根

据其伦理判断进一步发展了相关经济制度安排。

其一，就土地分配制度而言，孔子根据其“仁爱”情理，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齐”原

则。此观点出自《论语•季氏》中孔子对“季氏将伐颛臾”一事的评断。上文已论，季氏伐颛臾，其

政治军事行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对土地及劳动力的支配权的争夺。季氏因畏惧颛臾“取”其费邑，

故先“取”其城以防患未然。对此现象，孔子却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

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其中，内涵有三：一则，财富（土地及劳动力的所

有权）多寡不重要，关键在各等级间是否“均”；二则，财富分配“均”之后，社会便会“安定”；三

则，社会安定和睦，便不会有人抱怨贫寡，国家也不会倾覆。

此处“均”的含义，按照孔安国和包咸的理解，既非唐庆增所强调的财富分配上的绝对“平

均”（唐庆增，2010），也非胡寄窗所言符合社会各阶层身份地位的依礼”而“均”（胡寄窗，1998），而

是“政理”或“政教”之均。④孔子还进一步阐释了何为“政理”。他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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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含义与胡适所谓“理想的人道”，牟宗三所谓“价值之源”所强调的含义相类似。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1 页；牟宗三：《心性与性体》，吉林出版集团 2013 年版，第 191−192 页。

②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9 页。

③ 此处需要补充强调的是，学界以往对此句前半部分中孔子批评“樊迟请学稼”一事，多解为孔子反对士人君子从事劳动生产的看法，但

从其文段后半部分来看，孔子说樊迟是小人的根本原因在于，樊迟只想学习如何生产，而不重视“德”行的“传递”对国家治理及农业生产的作

用。而孔子认为，只要君对民施“德”政，则农民必会襁负而至，劳动力增加，农业生产也会增长。这段话描述了君民间良好的社会关系所能达

到的理想的社会状态。

④ 其中含义，学界争论颇多，本文观点基本从孔安国之说。另外，《论语》包咸注中有对上文“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一句的理解，包

曰：“政教均平则不贫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大小安宁不倾危矣。”其核心逻辑是上下“和”则不患“寡”，并非绝对的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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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即是说，只有君子“修德”才能“徕民”“安民”，从而解决类

似颛顼与费邑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均”中所含“政理”也是施“德法”以“爱人”，此“爱”表现

为使“民”安。因此，君“均”土地、劳力以安定社会；民则安心劳动发展经济。因而孔安国注解此

段时，才说：“忧不能安民耳，民安则国富。”（《十三经》）因此在孔子看来，“均”是土地制度的关

键 ， 而 “均 ”的 “正 当 性 ”基 础 是 “爱 人 ”以 “徕 民 ” ， 其 核 心 即 为 仁 爱 情 理 的 传 递 原 则 。

其二，在赋税制度，即劳动产品的分配上，孔子强调“十一税”，其目的在于足民。正所谓“百

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学界以往将此思想概括为足民以“培养

税源”，即如果聚敛过重，则民困穷，进而生产力下降（疾病、体力或主观的劳动意愿等原因），社会

财富的总量减少，而在相同税率的前提下，君主可获得的财富将会更少。即是前文所论：过度的

劳役和租税，会导致劳动力的逸散，生产力下降。胡寄窗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强调税赋政策

对生产的影响（胡寄窗，1998）。

但是，结合孔子的“庶民”思想，子路此段也有另一种解法。孔子曾多次强调修“德”以徕民

的思想，如“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等，其强调的是因施“仁政”而带来的劳

动力（人口）数量的增加。其内容核心均是强调其“薄赋敛”是以对民施“仁爱”为其根本，而民也

会因此予以报答（无论是努力劳作还是举家投奔，都是这种“仁政”的后果）。从而通过强调“仁

爱”的“传递”阐明了相关税赋政策对劳动生产以及国家税赋的积极作用。这样，儒家所强调的

“关讥市廛皆不收赋”（《孔子家语•王言解》）的商业税制也更好理解（杨朝明和宋立林，2009）。它

本质上也是以与“仁爱”有关的“正当性”判断为出发点。因此才有孔子讥臧文仲“下展禽，置六

关，妾织蒲，三不仁也”（《左传•文公二年》）。

其三，徭役制度中孔子也主张“使民以时”。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就其本意，包咸说：“使民必以其时，不妨夺农务。”（《十三经》）但不

违农时的观点实际早已有之，孔子再次强调“使民以时”的关键，乃是遵循“敬”“信”“爱人”等伦

理原则。个中内涵与“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一句类似，均为“仁”的基本内容。除此之

外，针对国家财税，孔子所强调的“黜奢崇俭”“节用爱人”等也与“爱人”“重义”等伦理观念密切

相关，其制度设计本身依旧是以伦理价值考量为基础，是对利用政治权力实施“掠夺”行为的一

种限制。

综上所述，孔子所提出的经济制度安排，并非基于当时的生产技术，或对经济制度与经济绩

效间关系的清晰认识，而是源自孔子对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正当性”判断。其经济思想的基本

结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对其所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客观认知；其二，基于伦理价

值观念对“正当性”问题的讨论；其三，具体的经济制度安排。其中，孔子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是

通过明确人与人之间“仁爱”情理的“传递”原则，调节专制制度下不同社会阶级的政治经济关

系，继而约束政治集团对社会经济的“掠夺”行为。

五、结论与启示

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如何客观评价其历史

地位与现代价值？针对上述问题，以往研究范式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范畴

与古代经济思想间的关系，而忽视了政治权力、社会伦理等要素，以致相关研究难以全面、准确

地理解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据此，本文尝试以孔子经济思想为例，将政治权力、伦理观念等因素

加入到古代经济思想研究之中，以期为古代经济思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其实，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问题集中表现在因“暴力潜能”的相对变化而导致的政治权力分

配方式的改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具体到西周春秋时期，政治权力分配的失衡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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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主体对客体财富的“掠夺”行为，造成了社会合作与分工的严重失序和社会福利的大幅下

降。在充分认知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基础上，孔子借助西周时“孝”观念所蕴含的血缘情

感，结合春秋时期理性主义的道德观念，构造了以个体间普遍认同并可相互传递的“情理德性”

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进而从社会伦理价值层面重新阐述了社会制度的“正当性”问题，并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经济制度安排。据此，本文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本结构概括为：以规

范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政治经济问题，以伦理道德观念为核心的社会正当性问题，以

及以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等为核心的制度设计问题；而其内在逻辑则是通过对客观经济事实的

分析，重新明确经济活动所遵循的道德伦理原则，借以修正或重建社会经济制度。

上述思想特征也充分表现在其他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之中。例如，孟子结合魏国和齐国所

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以“性善”论重新诠释“仁政”的基本内涵，继而提出的井田制度和税赋制

度；商鞅基于“三代”历史，结合战国时期王道衰微的事实，提出以“力”“利”为价值核心的制度

设计方案。除此之外，董仲舒根据商鞅后土地兼并的危害，基于其贵义贱利论提出了限田制；李

觏更在其富国策中结合北宋的经济发展情况，重新阐述了仁、义、利、礼等伦理价值范畴的内涵，

继而提出了平土、去冗等经济方案。其中，有关伦理观念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间内在关系的讨

论，不仅在内容上延续了孔子以来有关义利、仁义等问题的讨论，也在基本结构与内在逻辑上表

现出相当的一致性。

除此之外，相比以往的研究范式而言，本文视角的优势还在于：其一，强调古代经济思想内

容与具体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甚至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经

济问题；其二，将与道德伦理问题相关的正当性问题视为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有助于我们

理解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发展中所暴露出的（如商业信用、企业社会责任等）经济伦理问题；其三，

强调古代经济思想中的权力、观念、制度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与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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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ncient China: A Case Study of Confucius in Terms of

Political Power and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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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Recently，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economic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 mainly emphas-
izes the concepts in western mainline economics，such as market，exchange and division of labor，but ignores
the other factors，like political power and morality. In that case，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 economic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 are scattered and unstructured，which means there is no clear logical chain between
the relevant concepts. However，political power is a vital consideration for economic problems in ancient
China，and the moral concepts proposed by different schools in China are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
at that time. Then how could we understand these ideas more precisely and comprehensively，and how should
we consider the difference in economic concep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Are there any unique and struc-
tured ideas in ancient China？To answer these urgent problems has certain significanc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and also can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revaluating those ideas.

In a bid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this paper would，as an example，analyze the economic thoughts of

Confucius with a paradigm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and moral factors. First of all，we summarize the essential

economic problems the society facing in the West-Zhou Dynasty and the Spring-Autumn Period，especially the

problems about how the rulers having political power intervene i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n，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during these periods，we try to find out the measures ancient thinkers took to tackle the

specific problems with moral concepts，and the whole progress in which they create an economy institution

design. In the end，we analyze Confucius’ ideas about the morality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and thereby try to

summarize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inner logic of the economic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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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finds tha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similar to a U-shape curve with the synchroniza-

tion of the world economic cycle as the horizontal axis and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growth rate as the ver-

tical axis. Whe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crisis，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plays an “accelerator” role in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In the long term，the increase in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has an accelerating effect on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In the short term，in addition to the impact of the domestic economic environ-

ment，the decline in the synchron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ic cycle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ccelerat-

ing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The reason for the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ic

cycle，and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affecting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may be due to the international di-

vision of labor，factor mobility，and preventive savings motivation. There is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in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which is dif-

ferent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in goods and trade in servic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a stable do-

mestic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a 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are important conditions

to improve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Key words:  synchronization of the economic cycle；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责任编辑  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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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Firstly，the core of Confucius’ economic thoughts is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economic problems with the discussion of moral concepts being prevalent during that period. His

planning about economic institutions，such as the land system and tax system，is based on his argument for

political legitimacy. Secondly，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 may include three

considerations：the knowledge of socio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the knowledge of social legitimacy in

terms of morality，the design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irdly，there is a consistent logic in ancient economic

thoughts. The discovery of objective facts including specif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would influence

the value judgment reflected by the change of moral concepts’ definition，and thereby these kinds of change in

moral concepts would lead to a new institutional desig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provid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economic thoughts.

We provide a new study paradigm of ancient economic thoughts，which include some neglected factors，such

as political power，moral concepts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Except for Confucius，this paradigm can be also

used in others’ economic thoughts in ancient time. What’s more，emphasizing the link between ancient eco-

nomic thoughts and specific economic problems would be beneficial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

nomy in modern society，like the moral issues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oriented economy in China.

In short，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angle of view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

more precisely and comprehensively，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study paradigm which follows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 theories. Additionally，it also deeply analy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power and ethics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economic thoughts and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and on this basis

gives the basic logic that the ancients followed in discussing economic issues.

Key words:  ancient economic thoughts； Confucius； power； ethics；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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